
中外史事

鍾元澤  張曉輝•前途與抉擇：香港淪陷後流亡學生安置問題研究（1941-1944）

88 RC 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

前途與抉擇：香港淪陷後流亡學生
安置問題研究（1941-1944）

   鍾元澤 *  張曉輝 **

摘  要  1941年香港淪陷後，許多學生失學流亡於內地，國民政府和汪偽政府都採取

了相應的措施進行安置。雖然雙方都採取了接待收容、增加學額和頒發救濟

金等措施，但具體的內容卻不盡相同。立足於這個特定的時間和場合，通過

比較分析兩者在安排香港學生的措施上，可以得知兩者的安置工作並非是單

純的政治對抗，更涉及了如何客觀地評價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對香港難民的

救濟活動等問題。

關鍵詞  安置；香港學生；國民政府；汪偽政府；抗日戰爭 

* 鍾元澤，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 張曉輝，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批香港學生因

戰事影響，失學流亡於內地。國民政府和日本扶持

的汪精衛政權（國民政府稱之為“汪偽政府”，以

下簡稱“汪偽”）都對他們進行過接收與安置。學

界對香港淪陷後學生撤入內地這一歷史事件雖有關

注，但研究重點放在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簡稱“國

統區”）內各校接收香港學生及香港學生在國統

區內生活學習的情況。1  而對汪偽政府也曾嘗試安

置香港學生的關注相對闕如。香港淪陷後，國民政

府和汪偽政府針對如何妥善安置香港學生都曾頒佈

和實行過一些政策及措施。個中有兩點值得追蹤：

其一，我們在研究中容易陷入當涉及國民政府與汪

偽政權共同參與的歷史場域，二者必然發生劇烈之

政治對抗的預設裡。研究者要趨避此種干擾，了解

各種特殊案例不啻為一種解決手段。其二，戰爭中

食不果腹的流亡學生，投向國統區或者淪陷區，是

否或因此便斷言他們選擇了抵抗或者投敵？加拿大

學者卜正民就此提出：“身處亂世的人們，也許沒

有多少時間和精力來思考自己行為的意義，只是盡

最大努力為自己也為周圍的人活著。”2  這對抗戰

時期難民救濟問題的研究不無啟發意義。鑒於此，

筆者嘗試將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安置流亡學生的史

事從抗戰史中剝離出來，並對之進行比較研究，進

而辯證地分析與評價，藉此提供一個實證的案例。

一、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安置流亡學生的緣由

1941年底，日軍攻佔香港。香港大學被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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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校舍被日軍侵佔，大批儀器設備、圖書資料

被洗劫。3  由於多數學校被戰事影響，教育完全停

頓，大批學生因之而失學。從1942年1月底開始，

不願放棄學業的學生，陸續結伴夾在難民潮中逃往

內地，尋求機會繼續求學。然而滯留廣東的他們卻

遇到許多困難，迫切需要救濟。據《申報》稱，港

澳兩地約有24,000名僑生，4自香港淪陷後，“搶

救僑生問題深為各方面注意”5 。

為何搶救流亡學生，有兩點應該很明確。第

一，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對流亡內地的學生進行安

置，是一種政府應盡之責任。國民政府為中國合法

政府，承擔起收容責任是理所當然的。而當學生流

亡至淪陷區內，基於汪偽政府自詡“合法的國民政

府”的宣傳基調，安置學生也是必需的。退一步來

說，政府對安置流亡學生“不作為”，勢必引起國

內外輿論的責難，自毀形象。第二，兩方將如何安

置流亡學生，其實存在著一種微妙的角力。

對國民政府而言，1940年廣東省為就近培養專

門人材而開展“大學歸省運動”，勸說因廣州淪陷

而散走後方或港澳的學校回遷粵北，6  其後省府所

在地曲江縣所擁有的學校直達228所（包括大學4

所，中學10所）。7  廣東省的教育亦因此恢復了一

定的元氣，有能力收容香港學生。香港淪陷之前，

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表示：“本人就平日之觀

察，深知一旦軍事發動，南洋群島、緬甸及香港等

地之淪陷，因而影響各地之僑民教育，並使僑生處

於困苦顛沛之境，均不易或免，故教育部於奉行七

中全會之提示，‘注意僑教視導’，派遣緬甸、港

澳等區僑教視導人員之時，在各該員出發之前，曾

再三諄囑，萬一戰事不幸波及各該區域，各該員必

須儘量協助僑生退入國境，以符中央搶救青年之

旨，並應補助其用資，解決其交通之困難。入國

境後，即比較易於救濟，並可得繼續求學。”8  廣

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則認為，此事“關係重大，倘

不努力爭取，則千餘萬僑胞，將為敵有也”。9   可

見，國民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認識到安置香港學生

意義重大。

對汪偽政府來說，它的領導成員和主要幹部脫

胎於國民政府的主和派，深知“華僑經濟為抗戰的

源泉”。10  1940年，汪偽廣東省政府甫經成立，

就對廣州的教育進行恢復，並於次年宣佈成績：

新設置了省立中學七所，八桂中學、嶺嶠中學、執

信中學、復興中學、明德中學等名校陸續遷回廣州

復課。同時派員往港澳地區聘任了一批各原校教職

員回廣州服務。11  復興中學更宣佈“一般港澳之失

學青年，亦多前往該校報名云”。12  汪偽立足於所

謂“初具規模”的教育實力，倘若爭取到香港學生

的支持，對其擴展僑務工作，撼動國民政府在國內

外的正統地位，其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出於雙重

考慮，汪偽政府也有安置香港學生的打算。

二、國民政府安置流亡學生及對日偽的防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即將安置香港學

生提上了日程。1941年12月16日，廣東省臨時參

議會通過了《救濟太平洋戰爭後回國的難僑、港胞

和僑生及義童》等決議案。1942年1月1日，廣東省

緊急救僑委員會成立，並頒佈《工作計劃大綱》，

宣佈救濟對象為：“逃難返國的僑胞、省內的僑眷

及原在省內各校就讀且一向依賴僑匯的僑生。”針

對香港學生陸續流亡廣東的情況，1月5日，教育部

特致電廣東省教育廳，“飭將辦理收容登記港澳及

海外歸國員生，隨時報部核奪。” 3月，再令廣東

省教育廳“派員赴三水等五縣照料港澳撤退員生，

其活動費用均在前撥之救僑費中開支。”13  可見，

國民政府對安置香港學生已有相應的舉措和預定方

案。歸納如下：

其一，資助僑港立案學校回遷。1938年10月

廣州淪陷後，國民政府在香港擁有嶺南大學等數

十所僑港學校。國民政府為避免這些學校的學生

（包括香港學生）也陷入流離失所的境地，下令

各校遷徙回內地。事實上，這項計劃在1941年12

月之前就已經展開了，僑港的師生按照計劃安排，

分批陸續撤往粵北。這些學校內遷需要一筆不菲的

費用，國民政府亦將納入考慮之中。先是廣東省有

組織地墊資予嶺南大學等校，致使其順利完成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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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再準備專案轉呈中央賑濟委員會及教育部等

有關機構協助救濟。在此項行動之中，國民政府對

回遷的大學就共發給設備補助費125萬元，其中國

民大學30萬元，廣州大學50萬元，嶺南大學45萬

元。14  換而言之，國民政府基本保證了學校回遷

能夠資金充足。

僑港立案學校回遷一直持續到4月。據統計，

單是“脫險歸來的中學生就達2萬人”。15  這些學

校在安排妥當後，也積極參與後續的安置工作，

如回到粵北坪石的嶺南大學允諾接收海外僑生及港

澳學生，他們由此得以“源源不斷來院修讀”。16 

其 二 ， 在 沿 途 交 通 要 點 設 置 香 港 學 生 接 待

站。1942年1月以後，香港學生流亡內地數量增

加。一方面僑港學校內遷已經從派出小部分人員

試探性撤出階段進入了有序的分批次撤退階段，

另一方面日軍在其“歸鄉生產運動”中強制驅趕

香港平民的力度加大，這使更多的香港學生淪為

難民。鑒於此，廣東省教育廳針對流亡學生的回

省方向，在原有難民收容所的基礎上，再度派員在

惠陽、三水、豐順、台山、茂名五個主要地點協助

辦理救濟，又在沿途分段設置了24個專門接待學生

的站點。17  在動盪的戰亂環境下，廣東省政府為維

護學生返回內地免遭到盜匪打劫，特意派出武裝人

員在必經路線駐紮，“分區分段負責守望，維護治

安”，並對被劫案限令一星期內破案，否則出資賠

償。18  在取得階段性進展後，國民政府進而對部分

基層人員盤剝學生的情況進行了處理，凡擅收保護

費者概“以盜匪論罪”，並將救濟不力的惠陽縣長

撤職查辦，以爭取香港學生。 19

其三，增加學額和頒發救濟金。1942年2月11

日，廣東省命令各縣市政府對在各地接待站登記的

學生進行妥善安置，“其志願返回原籍就學者，應

相應指導其行程，並飭屬妥為保護回抵原籍，後應

由縣府分別介紹於當地公立學校，按其程度編級肄

業，各校班級並准儘量充實。”並保證如果現有中

學經擴充後還是無法完全容納，各校可以向省政府

再申請專項經費。中學以外，如中山大學等高校亦

務必擴充僑生先修班來容納學生。20  當學校因安置

學生已經達到飽和的時候，教育部決定在廣東坪石

與樂昌新設兩所國立中等學校——第二僑民師範和

第三華僑中學，分別撥給兩校的開辦費和年度經費

25萬元。廣東省政府又在教育部的基礎上，撥出約

14萬元的專項經費，在各省立中學增設了高中32

班，初中102班。此外計劃在新興、雲浮，茂名、

豐順，河源等5縣，分期新設5所臨時中學，各校含

高中6班，初中9班。21 又設法延聘了一批自香港回

來的學者。中學方面，廣東省教育廳飭令各省立學

校設法安置原有的戰時教育工作團增收的人員，另

增戰時教育工作隊，22  雙管齊下，為回遷的學校提

供有力的師資支持。

教育部宣佈“救濟金……要皆採因地制宜之便

利，固無分畛域也”。23  隨後國民政府將救濟對象

的範圍定為“每名在校的華僑教員和學生及海外歸

來的僑生”，規定每名大學生可獲得救濟金200

元，中學生100元。針對個別學校的特殊申訴，如

嶺南大學稱“現本院僑生困苦非常，內地既無親戚

朋友，亦鮮少通貨，無門援籲乞人，饕餮莫繼，囊

囊俱空，迫得將衣物典押，並日而食，非不自惜其

身，而經濟來源斷絕，莫可為何”，又追加香港學

生“比照戰區學生待遇核給貸金”的待遇。24 

其四，為警誡教師附逆而修正《懲治漢奸條

例》。國民政府在安置香港學生的工作中，與汪

偽政府決非毫無交集，相反，卻存在一種微妙的

角力，如在修正《懲治漢奸條例》部分條款的事

情上。

早在1941年12月3日，廣東省政府就接到新會

縣的呈請稱，偽縣長鄺挺生登場後為厲行奴化教

育，不惜以“厚重聘金引誘意志薄弱之知識分子

充任教師”。報告認為他們對“本縣教育前途之

影響甚大”，為補救起見，除了儘量提高教師待遇

外，“擬請鈞府通令，一般知識分子如有甘受敵偽

利用在敵佔區擔任實施奴化教育者，一律以漢奸罪

論罪，用資警戒”。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將其“指

復在案”，並函請司法院解釋，按下不提。

次年2月，發生了香港淪陷後存在未及撤出並

滯留香港的教師，而汪偽政府正在嘗試和這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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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接觸，並已聘任若干教師，帶走不少學生等情

況，國民政府斷然宣佈修正《懲治漢奸條例》，

認定“一般知識分子如有甘受敵偽利用在敵佔區擔

任實施奴化教育者……該項教育如係以反抗本國為

主旨，即屬通敵而圖謀反抗本國，”25  以警誡未及

從港九地區撤離且意志薄弱的中國教師帶領學生投

奔汪偽政府。

其五，與香港大學臨時協濟會合作。在得到國

民政府安置的香港學生群體裡，香港大學學生是特

殊的一群。香港大學既是香港淪陷前唯一的高校，

又是香港淪陷後停辦、學生無法成建制撤退的學校

之一。它的學生得到國民政府的安置，是通過香港

大學臨時協濟會來完成的。

1942年3月，流亡至重慶的香港大學醫學院院

長王國棟（Gordon King）向國民政府申請救濟港

大學生。4月，國民政府應王國棟之請，成立以中

英文化協會總幹事杭立武為首的香港大學臨時協

濟委員會。委員中除國民政府代表外，尚有英國

駐華大使館官員費喧（T. J. Fisher)，香港大學

教授許乃波、王國棟等人。26  該委員會主要與廣

東省教育廳一道負責港大學生收容工作，並與各

高校聯繫，使它們盡可能接納港大學生借讀。事

後看來，國民政府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無不為其

提供便利。如廣東省教育廳發佈《廣東省救濟港澳

及海外回國之學校員生暫行辦法》，就提出了專門

針對港澳及海外大學生的規定：“除由教育部指派

學校收容外，必要時由本廳指定專上學校增班收容

之。”27  5月25日，教育部更正式發文訓令各高校

接納港大學生。28 

香港大學臨時協濟會適時成立，對安置香港學

生無疑是效果明顯的。截止至同年12月，在該會

登記的港大學生已經達到278名（後劇增至357

名），其中346名港大學生分別被國統區至少15

所大學接納。這346名學生之中，有330名學生

是經由該會聯繫的。29  該機構的存在，促使香港

大學學生得到了更為妥善的安置。如黃秀貞等15

名香港學生星夜兼程，奔赴粵北。30  因得香港大學

臨時協濟會介紹之便利，中山大學在兩日後即造冊

上報，為新入學的香港學生申請了特種救濟金。 31

三、汪偽安置流亡學生及對國民政府的干擾

 1941年12月29日，汪偽廣東省政府下令“保

護港九回鄉難民”。次年1月1日，派員會同偽寶

安縣長赴深圳設立辦事處，“辦理指導難民回鄉

及一切散賑事宜”。32  汪偽政府先後在深圳及太

平鎮兩地設置難民辦事處，除廣州市區由賑務分會

負責外，寶安、東莞、番禺、中山、惠陽、新會等

各偽縣政府亦相應奉命成立機構，接收學生。33  3

月17日，為擴大救濟和收容力度，專門在廣州成

立了偽僑務委員會駐廣州辦事處，旨在“處理僑民

之移植、保育及便利指導、監督僑民出入口”，並

負責“華僑子弟回國昇學之指導事項。”34  5月，

因“汕頭地方，僑務又極其繁重，一切工作，勢

不能一日中輟”，又將特派員駐汕頭辦事處陞格為

僑務委員會駐汕頭辦事處。35  廣州和汕頭都是僑生

回鄉的重要城市，汪偽將兩個辦事處安置在此，與

深圳互為犄角。顯然，偽政府對救濟香港學生亦有

一定的部署：

 第一，對香港學生提供入學優惠。汪偽依託其

事先規復的中學，以保送、插班、轉學乃至免費學

位等方式吸引香港學生。如對在求學年齡無力就學

的香港青年，將其分送各級學校肄業並輔助費用。

復興中學聲稱：“不少青年學子中途失學，為救濟

此項失學子弟藉免傍徨起見，乃於中學部為此輩增

設高初中各一班，附屬小學，增設二班，所有各插

班生學費，均予豁免，以示優待。”36  還對外宣

佈，各校已經“遴聘富有學識經驗教師擔任教席，

務期學生知識得以充分發展”。37

 此外，汪偽報紙渲染出大批學生來廣州繼續求

學的態勢，引誘香港學生安心投奔。如1942年1月

13日，對廣東大學附中的報導稱：“近日以港澳

及四鄉返市學子日見增加，而請求入學者為數甚

眾。”38  1月28日，華南計政學校“報名投考者，

異常擁擠云”。39  其次，委派前香港知用中學校長

蘇熊瑞，在廣州設立免費補習學校，專門針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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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上學期功課，既未完成，不易轉學，若

於下學期插班，則省中各校，又無春季班可資銜

接，對於轉學方面，深感困難”的情況，為他們補

習，以順利和正式學校課程銜接。 40

在接收學生的工作上，汪偽對來穗香港學生的

學歷一概予以承認，甚至遺失證件者亦可免試錄

取。廣東大學在招生啟事宣稱：“香港陷落後，該

地大學生之失學者為數不少，為使彼等有繼續求學

之機會起見，決定於卅年度下學期各學院均招收轉

學生，曾在港地各大學修業而有證明文件者，盡可

儘量收容，以宏造就。”41  事實上，該校“招收學

生可以免試入學，證件可以補交（其實入學以後就

算了）。”42 

第二，攔截、甄別港校港生和招攬教育機構到

穗。國民政府的僑港學校分批撤退，行進途中要經

過日偽所控制的區域。對此，汪偽在交通要點設置

障礙，攔截各校負責人和香港學生。其時搜索之

嚴，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也不得不化妝混在難民

之中偷渡回內地。43

1942年初，日軍佔領當局宣佈香港九龍一帶由

日本軍政機關管理。依仗日軍，汪偽將搜索之計發

揮到極致，宣稱：“凡欲旅行該地區，無論何國國

籍者均應先行徵得日本華南軍事當局許可。”返回

內地者，必須持有汪偽所頒發的路引證件，否則按

通匪論處。44  1月9日，該項措施進一步加強。汪偽

對轄區內的所有旅館厲行戒嚴令，頒佈新的《取締

旅館規則》，對舊有已註冊的旅館進行背景審查和

住客登記。 45

為防止進入淪陷區的學生“投奔渝方”，偽政

府於1月17日令轄區內的難民收容所，“應按日分

上下午兩次派員前赴該所查證新收難民，分別男女

小童數目，登記列表”。同時，告知凡收容港九人

士的戶主必須“向分局報告登記”，登記之後，偽

警局亦會每天兩次派警登門核查。 46  這樣從難民中

甄別出流亡學生。

除在途中攔截僑港學校外，汪偽也嘗試派員前

往香港接觸滯留的教育機構。香港淪陷方才數天，

偽教育廳長林汝珩就親自前往香港邀約滯留的陳煥

鏞教授及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師生至廣州服務。47  

據1942年1月18日偽《中山日報》刊登廣東大學的

消息，“自香港淪陷後，往日居留該地之國內科學

研究專家，及知名學者，均陸續歸來本市，聞該校

聘請為教授者，亦有多人。”48  由此可以推測汪偽

此舉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三，修改貸金制度以吸引香港學生。1942

年2月10日，汪偽行政院修正《僑務委員會保證歸

國求學僑生貸金暫行辦法》，稱凡向本會申請僑

生貸金，在中等學校肄業的僑生，每月以國幣40

元至60元為限，在專科以上學校肄業者，每月以

國幣50元至70元，並於2月14日正式下發。49  2

月21日，又訓令“保證歸國求學僑生貸金兩萬元由

三十一年度（1942年）救濟費項下照數撥交，”50  

以保障香港學生入學後不致陷入經濟困難的境地。

除正式的貸金外，廣東大學更是延續了以往既有之

豐厚獎學金制度：“本校獎學金分甲乙兩種，甲種

每月給予國幣50元，乙種每月給予國幣30元。乙

種獎學金，暫定文學院30名，法學院30名，理工

學院20名，農學院20名。”51  該校辦學不足5年

的歷史當中，前後只有4屆畢業生，總數不過200

人左右。52  籠統地計算，獲獎比例為1：4，4人之

中即有1人獲獎。每名學生除獎學金與救濟金外，

每月還可得30元的補助金。 53

值得注意的是，汪偽政府不僅撥資救濟歸國的

學生，還延續了1941年的僑生政策，即對其中少量

傾向所謂“和平運動”的學生，予以特別招待，期

望通過他們“思想的轉變”，去“影響整個華僑的

心理”。54  如廣東大學所招收的學生熊建章等，這

些學生多是身份特殊者（出任偽校教職的教師子侄

和舊時學生）。55 這些學生之所以被當時條件較好

的廣東大學所錄取，不能否認有此緣故。

四、國民政府和汪偽政府安置措施之評析

1942年是香港學生逃亡內地最多的一年，國

民政府和汪偽政府都對他們進行過收容和安置。

比較雙方的安置工作，二者互有長短，亦有異同。



前途與抉擇：香港淪陷後流亡學生安置問題研究（1941-1944）•鍾元澤  張曉輝

中外史事

932019年•第104期•文化雜誌 RC

首先，就安置措施而言。國民政府和汪偽政府

對香港學生採取接待收容、頒發救濟金、擴充班額

等安置措施。從流亡學生的處境來說，香港淪陷

後，他們散走內地，失學無依。這些學生大都來

自因受戰事影響而停辦的學校，在逃亡過程中，

他們和普通難民別無二致。政府將他們從普通難民

中甄別出來，給予特別安置。這種做法保證了香港

學生的人身安全，是必需的措施。同理，頒發救濟

金、擴充班額促使學生復學等後續措施在不同程度

上達到了安置香港學生的目的。儘管是不同性質的

政府，但客觀地說，它們的工作改變了一部分香港

流亡學生的際遇，使他們安頓下來繼續求學，不能

否認這個事實的存在。

其次，對比雙方的工作條件，可謂各有優劣。

處於珠江三角洲較發達地區的汪偽政府在行政效

率、辦學條件、資金經費等方面，無疑比身處粵北

山區的國民政府居於優勢。它採取的措施都是在日

軍於粵港兩地佔取軍事優勢的背景下實行的，諸如

推行戒嚴令、招攬僑港學校等等，這使措施得以貫

徹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又如國民政府需要香港學生

出具或補辦證明，汪偽政府大約考慮到流亡內地的

香港學生多數出自於國民政府粵教廳登記之僑港立

案中學，如強要學生出具證明，不啻於將他們推向

國民政府一方。所以對他們放寬限制，免繳證件。

此舉雖受限於客觀條件，亦有取巧之處，但能擴充

收容範圍，對學生亦是有利的。

國民政府安置香港學生過程中一直受限於交通

不便，經費困難及教育設施殘缺等客觀因素，難以

保證學生能夠得到完全妥善的安置。如鄭澤隆的研

究就表示：“省政府為救濟僑生而舉辦的學貸和僑

貸業務，多因‘手續繁雜，或需富商作擔保’，令

許多學生望而卻步，而經過層層盤剝，可以發放到

學生手中的並不多。”56  接收不少香港學生的嶺南

大學“條件異常艱苦，物資短缺，宿舍擁擠，幾個

學生共用一張桌子”。更有甚者，有些學生因為國

統區藥物缺少，死於疾病。57   

儘管如此，國民政府卻也擁有對於汪偽的優

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即不遺餘力地在香港

宣傳愛國思想及揭露日偽暴行。加諸國民政府是

中國的合法政府，在輿論上能引起廣泛同情和認

可。對此有專門研究的蔡榮芳認為：“汪偽對日

姑息的‘和平建國運動’，很難得到一般香港民眾

的認同，汪派在香港的勢力，只不過是一批特務做

情報工作、收買黑社會三合會幫會人馬的支持，以

及一些報人出版幾種報紙，發表一些‘和平救國’

的‘愛國’理念而已。”58  香港淪陷後，這些觀念

激發了香港學生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緒。畢竟汪偽

政府是一個傀儡政權，與當時人人不齒的“漢奸”

形象掛鉤。學生前往淪陷區，終究心懷芥蒂。國統

區的物質條件雖弱於淪陷區，粵北山區的環境也不

可能比廣州市區舒適，但在流亡學生眼裡，國民政

府是一個奮起抗爭的抗日政權，具有崇高的形象。

此外，在汪偽收容和安置流亡學生之時，日本

南進的既定計劃已經展開。大量僑產被徵軍用，特

別是吞噬香港可以維持3年之久的糧食儲備，將95

萬擔存米運走80萬擔充作軍米，引發了糧荒。為緩

解糧食壓力，日本開展強迫香港市民回省的“歸鄉

生產運動”，用欺騙、脅迫或強制的手段驅趕香港

市民，導致平民非正常死亡人數劇增。59  日本並不

會重視支持汪偽救濟香港學生，汪偽要發展僑務就

更無從談起了。而香港學生對“侵奪僑產”和“歸

鄉生產”是有切身體驗的，容易產生同仇敵愾之

感。當兩者同時作用於流亡學生身上，即使汪偽

開出的條件再優惠，也不會成為他們的第一選擇。

最後，比較兩方政府最終安置的香港學生人

數。據國民政府廣東省教育廳統計，僅1942年7-8

月間，在該廳登記的香港學生即有香斯偉等553

人。60  截止至12月，除大學生及待業生外，尚有

中學生325人。61  此外，僑港立案學校回遷的行

動一直持續到4月。據統計，單是“脫險歸來的中

學生就達2萬人”。62  從香港大學臨時協濟會遞交

給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報告得知，1942年12月前在

該會登記的港大學生已經達到278名（後增至357

名），346名港大學生先後被國統區至少15所大學

接納，其中330名學生是經由該會聯繫的。63 

投奔國民政府一方的香港學生有著強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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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此中愛國事蹟不勝枚舉。如1942年初，20

餘名香港學生在王國棟的帶領下，經過四五個月

的長途跋涉，抵達成都華西大學，尋求借讀機會。

至1944年曲江淪陷，又有8名嶺南大學的香港學生

致信華西大學說：“曲江疏散，敝校奉令停課，生

等疏散抵桂，咸感彷徨無寄。生等家本港澳南洋，

自太平洋事變後隨嶺南大學遷回祖國，繼續在孫逸

仙博士醫學院修業。今逢此變，惟恐所學難成，再

嘗失學之痛，且貴校創立迄今，成績卓著，生等渴

望已久，故懇請鈞長准予轉學貴校醫學院，以求繼

習所學。”64  在華西大學畢業且留校任教的楊振華

針對就讀華西大學醫科的香港學生生活學習情況

說：“（他們）一提到日本人，無不咬牙切齒；

他們一腔愛國熱忱，傾注於學業中，不論上課、

討論、實習、查房、寫病歷極其用心、認真。”65 

汪偽政府方面，以專為收容港澳失學青年所設

置的（偽）廣東省立臨時中學為例，“聞該校報名

人數凡五百四十餘名，取錄者計三百二十餘名，惟

連日港澳學子陸續回省要求，該校設法收容者紛至

沓來，該校仍在設法收容中”。經筆者依據錄取學

生名單統計，合328人。66  大學生方面，（偽）廣

東大學截止至1942年12月，錄取了鄺善萍、陳紹

舜、熊建章等47名從香港撤出的學生，其中陳紹

舜肄業於香港大學，伍慶常、傅奉賢修業於嶺南

大學，張國歡肄業於廣州大學，何志中畢業於廣

大計政班，何宏來自於嶺南大學，餘者均為高中

畢業生。至於廣東大學附屬中學在1942年僅僅接

收了一名中學生。 67

兩相比較之下，國民政府所安置的香港學生人

數遠超汪偽政府。可見，當時一般的香港學生雖然

接受過港英殖民地的教育，但在落難之時仍能秉

持正義之心，保持民族氣節。即使汪偽政府許諾

給予他們的待遇更為優厚，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絕大多數人寧願選擇繼續顛沛流離，也不願意接

受嗟來之食。

結 語

綜上，香港淪陷後，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為安

置流亡學生而制定了相關的政策、措施。國民政府

的安置工作儘管受限於戰區交通不便，經費困難及

教育設施殘缺等不利因素，但是依然負起了中國合

法政府的責任。此舉不單使學生結束流亡繼續求

學，同時免於接受日偽奴化教育，也提昇了抗日

政權的國際聲望和抗日軍民的士氣，更對汪偽政府

形成了有力的回擊。至於汪偽，其安置流亡學生的

工作，對香港學生的人身安全和復學雖有一定的作

用，但究其本質是為傀儡政權服務的。而對於部分

進入偽學校裡就讀的學生，不能對其過度苛責，而

從戰後國民政府開展的偽校學生甄別運動中看，決

非明智之舉。這也是一個值得繼續探究的話題，或

可相機另撰一文再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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